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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关系投资与所获科技补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于缺乏创新的企业，社会关系投资将带来科技补贴下降。对于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即使疏于社会关系投资，依然可以获得科技补贴，但额度显著低于那些热衷于经营社会关系的企业。2015年及其以后，高科技企业完成了从构建社会关系到致力于创新活动的转变。与成长期企业相比，成熟期企业在获取科技补贴时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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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estment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 from gover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investments of social connections lead to less technology subsidies for less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enterprises with intens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can get subsidies even if they are negligent in investment of social connections. However, the amount of subsidi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ho are activ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connections. High-tech enterprises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building social connections to innovative activities after 2015. Mature enterprises are more dependent on social connections when they obtain technology subsidies compared with you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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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GDP规模已经突破90万亿人民币。然而，劳动力供给不足、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过快等问题凸显，中国需要调整原有的增长模式[1]。部分研究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在150 0万和160 0万之间，比2017年出生人口数减少100万以上[2]。中国最大的500座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就在中国[3]。2015年，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而中国的能源消耗量接近美国与印度之和[4]。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政府对其给予厚望[1]。但是，科技创新风险大，时间跨度长，结果也是难以预测的。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却在科技创新领域缺乏投资动机。一方面，企业在从事科技创新需要支付大量金额以冲销风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企业彼此间的“搭便车”现象频发，技术外溢会造成私人成本超出私人收益等结果。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科技创新在获取资金时存在严重的劣势。高科技企业的资产难以得到有效评估，融资歧视加剧。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政府需要向企业提供科技补贴[5][6]。在发展中国家，科技经费在GDP中的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那么，中国数以千计的上市公司将通过何种渠道获取有限的科技补贴？获取科技补贴的额度是否存在差异？这些现象在不同时期是否普遍存在？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企业而言，它们获取科技补贴的手段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社会关系投资与科技补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获取科技补贴时呈现出“水至清则少鱼”的特点。擅长经营社会关系但缺乏创新的企业难以获得科技补贴，一味地追加社会关系投资而疏于创新将损失其获取补贴的额度。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可以获得科技补贴，但是同等情况下，那些擅长经营社会关系的企业获得的补贴更多。2015年及其以后，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渠道有所调整。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可以获得科技补贴，无论它是否刻意经营社会关系。然而在2015年之前，如果一家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没有社会关系投资，那么它将无法获得科技补贴，即“水至清则无鱼”。与成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获取科技补贴。
本文的创新之处和贡献在于，能够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特殊的非正式制度——经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高科技企业获取科技补贴这一问题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本文站在全新的角度分析了高科技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渠道的差异，为科技补贴的配置给出了合理建议。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第二部分是数据和计量模型，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是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1  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 
人类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特定的文化，文化潜移默化地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社会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资源配置时，由社会关系所衍生出的信任机制比正式的规则更加有效[8]。以签订合同为例，信息不对称几乎覆盖了整个过程。社会关系可以协助交易双方捕获更多的信息，减少不确定性。这导致不同的交易对手会因为社会关系的差异而遭到差异化对待，具备了社会关系的交易人往往比那些不具备社会关系的交易人得到了更多的合同签订的机会或者更优惠的合同条款。“肥水不流外人田”和“水至清则无鱼”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句反映了关系文化深深植入中国社会。在中国，人情关系大于法理的情形屡见不鲜[9]。
制度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一种规则，它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市场制度，非正式制度则是指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道德等[10]。其中，“为人处世”的原则，即构建并维护社会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实证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制度长期存在，甚至可以替代正式制度[11]。非正式制度在某些情形下对人类行为的约束比正式制度更加强大[12]。以中国式婚姻为例，男方出聘礼和女方出嫁妆是组建婚姻的“规则”之一，尽管中国婚姻法并没有明确制定过这一“规则”。然而，男女双方既没有质疑过该项“规则”，也不存在偏离该“规则”的动机，而是心照不宣地遵守该“规则”，并将它世代传承下去。综上，社会关系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因此，中国的企业对关系的依赖程度尤为明显。企业更愿意将自己的需求反馈给社会关系，而不是市场。
企业是没有生命的实体，本身是不具备任何社会关系的。但是企业内部人员，如股东、经理、监事或者基层员工存在社会关系。企业的内部人员是企业的桥梁，可以协助企业与不同的机构建立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需要企业支付成本将其激活并长期维持。否则，即便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也无法被企业所捕获，更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政治关联是企业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既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和没有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包括能够获取的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等[13]。企业可以与媒体建立社会关系。具备了该种社会关系的企业可以得到媒体更多的正面报道，引导股民认购企业的股票并推高其股价[14]。企业也可以与其他机构或者组织建立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益处，还可以影响企业的决策[15]。社会关系是企业的特殊资产，虽然不能从财务报表中直接体现，但可以逐渐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服务。但是，上述文献没有回答这些社会关系是如何激活或者如何维持的。
企业为了激活并维持社会关系的行为在文中被定义为社会关系投资。在税务执法实践中，企业的财务报表的招待费科目具体包括企业因经营需要而与业务人员发生的宴请、赠送纪念品、旅游景点参观等行为所产生的开支[16]。有部分学者加总该费用以度量企业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之间的合谋[17]。本文认为，企业并未披露其招待费等开支具体的流向，这些招待费用可以是企业与媒体、行业协会、高等学校或者医院等机构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笔投入，并非全部流向了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因此，直接用该费用之和来度量企业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合谋行为有待进一步论证。
根据文献，企业所属行业、政治关联、盈利能力和规模等因素都会影响它的行为[18][19]。事实上，社会关系投资也不应该被忽略。社会关系投资与科技创新投入都属于高科技企业的开支，在企业的资金容量给定时，二者将保持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如果将资金从科技创新活动转移到社会关系投资构建中去，它的科技创新活动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社会关系投资对创新活动的侵蚀作用[20]。因此，一家缺乏创新但热衷于构建社会关系的企业获得科技补贴反而会更少。
社会关系投资并非是企业的无用功。在企业为科技创新活动保留足够充裕资金的条件下，那些活跃在社会关系前线中的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科技补贴。企业通过与媒体构建社会关系以换取更多的正面报道，从而在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面前营造出一个积极创新的形象。企业高管也会通过媒体的采访来体现企业的创新性，而这都将是建立在企业与媒体存在并能够长期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如果企业与媒体不存在社会关系，企业将失去在公共事务管理部门面前自我推销的机会。社会关系投资是企业宣传自己的一种手段，借此可以以更高的概率获得科技补贴。
企业可以与医院建立社会关系。以制药类企业为例，企业与医院的社会关系可以协助企业更好地推广药品[21]。在给定药品疗效的条件下，那些建立了社会关系的企业能以更高的概率获得医院的药品采购资格。相反，那些在制药领域有所创新但是缺乏社会关系的企业，它们所研发的药品进入医院的概率较低，也很难捕获到任职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疾病患者。因此，对于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擅长构建社会关系的那一方将获得更多的科技补贴。
基于此，本文提出三条假说：
假说 1：高科技企业的社会关系投资与科技补贴之间是反向变化关系；
假说 2：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与科技补贴之间是同向变化关系；
假说3：创新活动密集的高科技企业的社会关系投资与科技补贴之间是同向变化关系。
2  数据和计量模型
本文选取2009—2017年中国高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包括沪深两市的A股和B股，公司办公地覆盖中国境内的31个省级行政区。高科技行业及其行业代码为石油化工（C4）、电子（C5）、金属和材料（C6）、机械设备（C7）、制药和生物技术（C8）以及信息技术（G）[22]。剔除ST和ST*股票以后，剩221 2家上市公司。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所需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并由作者手工收集并整理。本文使用STATA 15软件完成计量模型的估计。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属性
	变量标识
	变量名称
	定义或计算公式

	被解释变量
	Y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总额/总资产

	
解释变量
	X
	社会关系投资密度
	上一期的社会关系投资总额/总资产

	
	INN
	创新活动密度
	上一期的研发投入总额/总资产

	
	INT
	交互项
	X与INN的乘积

	控制变量
	SIZE
	公司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TOP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GROWTH
	成长能力
	期初期末总资产的变化值/期初总资产

	
	ROA
	盈利能力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PC
	政治关联
	国有股/股本总数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该年份为1，其余年份为0

	
	CODE
	行业虚拟变量
	该行业为1，其余行业为0

	
	AREA
	地区虚拟变量
	该地区为1，其余地区为0



其中，政府补贴、管理费用、总资产、研发投入和净利润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的合并会计报表。本文根据关键词筛选政府补贴，将包含“科学”、“科研”、“科技”、“技术”、“创新”、“专利”、“研发”、“研究”、“发明”和“创造”的补贴项目按照公司维度和年度加总求和后计算出每一家公司在每一年获得的科技补贴总额。本文根据财务报表的管理费用明细， 将“业务招待费”、“招待费”、“交际费”和“应酬费”按公司维度和年度加总求和计算出每一家公司在每一年的社会关系投资总额。
现有文献常常使用专利数量来度量企业的创新活动[23]。本文认为，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不能客观反映其创新活动。首先，专利成果的出现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不以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研发失败的风险是企业不可控制的，专利数量无法客观衡量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努力程度。其次，如果一家企业与专利评定的单位构建了社会关系，那么该家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将会更多。新闻报道显示，某些企业为了申请科技补贴而制造大量的无用专利，这些专利并未提高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严重扭曲了企业的创新行为[24]。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度量创新活动。为了排除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规模差异，本文将科技补贴总额、社会关系投资总额和研发投入总额除以公司的总资产，换算为百分率，分别代表科技补贴密度、社会关系投资密度和创新活动密度。借鉴文献，本文将各个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并排除反向因果关系[25]。本文将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政治关联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获得的科技补贴[13][18][19]。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值远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全部纳入方程[26]。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107 15
	0.06
	0.16
	0.32
	0
	9.22
	-

	
	748 0
	0.11
	0.16
	0.20
	0.000 2
	7.72
	2.92

	
	865 0
	2.10
	2.59
	2.67
	0.000 02
	103.95
	1.90

	
	617 6
	0.21
	0.44
	0.83
	8.68e-06
	16.45
	3.96

	
	134 32
	21.62
	21.76
	1.23
	16.76
	27.31
	1.13

	
	130 81
	32.19
	34.27
	14.56
	3.39
	89.99
	1.03

	
	130 82
	0.12
	0.30
	0.72
	-1
	19.77
	1.03

	
	130 82
	0.04
	0.05
	0.23
	-5.26
	22.01
	1.03

	
	130 81
	0
	4.06
	12.39
	0
	89.78
	1.05



借鉴文献的做法，本文使用TOBIT模型估计方程[27]。各个公司挂牌上市的时间和它们所披露的财务指标均存在差异，所以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一个非平衡的面板，变量描述性统计中的样本观测点和模型估计的样本观测点数目存在差异。
                                                 
根据表3可知，本文提出的三条假说全部得到证实。显著为负值，这说明企业的社会关系投资将挤占企业的创新活动，那些擅长经营社会关系但缺乏创新的企业获得科技补贴反而较少。一家企业如果将有限的资金都用于构建社会关系而不是创新活动，那么它是无法获得科技补贴的。同时，随着创新活动的萎缩，企业的社会关系投资只会削减它所获得的科技补贴的额度。在缺乏创新的条件下，社会关系投资将进一步掏空企业。
 显著为正值，这证明创新活动密集但并不经营社会关系的企业可以获得科技补贴。对于企业而言，影响其获得科技补贴的核心因素仍然是创新活动。即使企业不擅长构建社会关系，它的创新活动依然能够捕获到它应得的科技补贴。 是社会关系投资密度与创新活动密度的交互项的系数，该值显著为正，且绝对值比  更大。这表明，一家擅长经营社会关系的创新性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科技补贴。在企业获得科技补贴时，呈现出“水至清则少鱼”而非“水至清则无鱼”的特点。社会关系是企业的资产，但是只有在企业的创新活动足够密集时，该项特殊资产才可以发挥功能。如果企业本末倒置，将本应该用于创新的资金投入社会关系构建的环节中，反而得不到科技补贴。通过不断增加变量， 、  和 的显著性水平、符号方向和绝对值大小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3 2009—2017年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09**
	-0.162***
	-0.167***

	
	(0.021)
	(0.001)
	(0.000)

	INN
	0.006***
	0.005**
	0.005**

	
	(0.004)
	(0.023)
	(0.026)

	INT
	0.031***
	0.035***
	0.037***

	
	(0.005)
	(0.001)
	(0.001)

	SIZE
	
	-0.035***
	-0.034***

	
	
	(0.000)
	(0.000)

	TOP
	
	
	-0.001***

	
	
	
	(0.002)

	GROWTH
	
	
	-0.016**

	
	
	
	(0.014)

	ROA
	
	
	0.132*

	
	
	
	(0.063)

	PC
	
	
	0.001

	
	
	
	(0.115)

	常数项
	0.164
	0.913***
	0.923***

	
	(0.107)
	(0.000)
	(0.000)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137 6.607 3
	-135 4.586 3
	-134 4.075 4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其中，企业规模和成长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在于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公司的总资产，而公司规模和成长能力这两个控制变量与公司总资产同方向变化的，因此它们与被解释变量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股权集中度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大股东存在占用企业资金的动机[28]。科技补贴很可能会流入大股东手中，而非进入科技创新环节。因此，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所获得的科技补贴就越少。企业盈利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这符合既有文献[18]。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获得科技补贴更多，盈利较差的企业会使用科技补贴粉饰企业财务报表，造成资源误配。政治关联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即企业间的政治关联的差异并不会影响它所获取的科技补贴，现有文献高估了政治关联对科技补贴的配置的影响力[13]。这从侧面反映企业的社会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之中，它的其他维度的社会关系在获取科技补贴时能够发挥出比政治关联更强大的作用。
3  异质性检验
3.1  时期异质性
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2009—2017年，在不同的时期，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渠道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2015年为分界点，将全样本拆分为2009—2014年的第一阶段样本和2015—2017年的第二阶段样本分别估计，以便于探讨在不同的时期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途径。
表4和表5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在表4 中， 均不显著，但是 都是显著的，但是二者的符号方向与绝对值大小没有发生改变。这说明在2009—2014年间，一家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如果缺乏构建社会关系投资，那么它无法获取到科技补贴，即“水至清则无鱼”。同时， 始终显著为负数。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缺乏创新的企业无法获得科技补贴，强行构建社会关系对企业并无益处。显著为正，说明在2015年以前，那些政治关联较多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科技补贴。
表4  2009—2014年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18*
	-0.161**
	-0.170**

	
	(0.078)
	(0.017)
	(0.011)

	INN
	0.003
	0.002
	0.002

	
	(0.348)
	(0.592)
	(0.665)

	INT
	0.038**
	0.041***
	0.044***

	
	(0.018)
	(0.010)
	(0.005)

	SIZE
	
	-0.039***
	-0.037***

	
	
	(0.000)
	(0.000)

	TOP
	
	
	-0.001**

	
	
	
	(0.012)

	GROWTH
	
	
	-0.026**

	
	
	
	(0.046)

	ROA
	
	
	0.114

	
	
	
	(0.350)

	PC
	
	
	0.001*

	
	
	
	(0.095)

	常数项
	0.147
	0.988***
	0.992***

	
	(0.123)
	(0.000)
	(0.000)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509.484 9
	-497.563 1
	-491.522 1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表5的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接近，变量的显著性、符号方向和绝对值的大小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在第二阶段，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创新活动争取科技补贴。即使一家企业不擅长社会关系，它的创新活动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科技补贴。但是，相比于那些擅长构建社会关系的创新企业而言，这些没有构建社会关系的创新活动密度的企业拿到的科技补贴仍然较少，即“水至清则少鱼”。不显著，这说明在2015年及其之后，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性已经有所减弱。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八项规定”出台确实提高了科技补贴的配置效率，并成功扭转了高科技企业的行为。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活动才是获取科技补贴的正途。盈利能力的符号和绝对值大小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不再显著。
表5  2015—2017年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19*
	-0.185***
	-0.189***

	
	(0.061)
	(0.004)
	(0.003)

	INN
	0.010***
	0.009***
	0.009***

	
	(0.000)
	(0.002)
	(0.002)

	INT
	0.030*
	0.035**
	0.037**

	
	(0.069)
	(0.035)
	(0.028)

	SIZE
	
	-0.031***
	-0.029***

	
	
	(0.000)
	(0.000)

	TOP
	
	
	-0.001***

	
	
	
	(0.008)

	GROWTH
	
	
	-0.019**

	
	
	
	(0.020)

	ROA
	
	
	0.085

	
	
	
	(0.319)

	PC
	
	
	0.000 2

	
	
	
	(0.750)

	常数项
	0.117***
	0.798***
	0.799***

	
	(0.000)
	(0.000)
	(0.000)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883.207 9
	-870.594 4
	-863.309 7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本文认为，2015年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是关键的一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科技创新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企业倾向于通过创新而不是构建社会关系去争取科技补贴，实现了从“水至清则无鱼”到“水至清则少鱼”的思想转变。但是，中国的关系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因为政策的出台而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所以，那些擅长构建社会关系的创新性企业可以得到最多的科技补贴，它们始终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3.2  年龄异质性
企业的年龄会影响其行为[29]。一般地，存续时间较长的企业拥有更充裕的资金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相反，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资金容量少，难以将有限的资金注入到社会关系构建环节之中。所以，那些年轻的高科技企业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较弱。那么，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将如何获取科技补贴？本文以企业成立日期为时间起点，以2019年为时间终点，计算出高科技企业的年龄。中国每隔五年制定一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此本文以两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跨度定义一家企业的年龄层。如果一家企业的年龄在11岁以下的，本文将其定义为成长期企业。如果一家企业的年龄在11岁及其以上的，被定义为成熟期企业。本文根据该标准将样本拆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两类企业的行为差异。
表6结果显示， 、 和  符号与假说保持一致。与主回归结果的不同之处是，成长期的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重要途径是创新活动而非社会关系投资。对于一家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它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注入创新环节而非构建社会关系。即使缺乏社会关系投资，创新活动仍然可以为企业争取到科技补贴。不仅不显著，而且绝对值也小于。这说明，如果一家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想要在保持创新的同时继续构建社会关系，得到的科技补贴反而比它“独善其身”时更少，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成长期的企业获取科技补贴时，既不是“水至清则无鱼”，也不是“水至清则少鱼”，而是“水至清亦有鱼”。创新活动是成长期企业获取科技补贴最有效的手段。
表6  2009—2017年成长期的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056
	-0.095
	-0.098

	
	(0.518)
	(0.272)
	(0.260)

	INN
	0.015**
	0.013**
	0.013*

	
	(0.019)
	(0.038)
	(0.051)

	INT
	0.003
	0.008
	0.007

	
	(0.900)
	(0.753)
	(0.779)

	SIZE
	
	-0.032***
	-0.030**

	
	
	(0.007)
	(0.013)

	TOP
	
	
	-0.001**

	
	
	
	(0.030)

	GROWTH
	
	
	-0.010

	
	
	
	(0.627)

	ROA
	
	
	0.265*

	
	
	
	(0.055)

	PC
	
	
	0.001

	
	
	
	(0.255)

	常数项
	0.180
	0.855***
	0.858***

	
	(0.104)
	(0.002)
	(0.002)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Prob > chi2
	-320.041 4
0.000 6
	-316.403 2
0.000 1
	-311.994 4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表7是成熟期企业的估计结果。很明显，解释变量的符号方向和绝对值大小与主回归的结果吻合。但是，创新活动密度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这说明处于成熟期的高科技企业更加依赖社会关系而非单一的创新活动去获得科技补贴。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它的社会关系资源远比成长期的企业丰富。如果它不积极维护现有的社会关系，即使它潜心于创新活动，也无法获得科技补贴。成熟期的企业被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绑架”，科技补贴的获取呈现出“水至清则无鱼”的特点。成熟期企业被迫“屈服”于社会关系，创新活动受阻。
表7  2009—2017年成熟期的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26**
	-0.186***
	-0.189***

	
	(0.031)
	(0.002)
	(0.001)

	INN
	0.003
	0.002
	0.002

	
	(0.137)
	(0.341)
	(0.343)

	INT
	0.035***
	0.039***
	0.041***

	
	(0.006)
	(0.002)
	(0.001)

	SIZE
	
	-0.039***
	-0.037***

	
	
	(0.000)
	(0.000)

	TOP
	
	
	-0.001**

	
	
	
	(0.033)

	GROWTH
	
	
	-0.016**

	
	
	
	(0.023)

	ROA
	
	
	0.102

	
	
	
	(0.214)

	PC
	
	
	0.001

	
	
	
	(0.234)

	常数项
	0.0423
	0.909***
	0.906***

	
	(0.877)
	(0.003)
	(0.003)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989.327 6  
	-970.494 9
	-963.664 9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综上，不同年龄段的企业会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科技补贴。成长期的企业通过创新活动去争取科技补贴，而成熟期的企业更加倾向于把这种诉求反馈给关系，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明显要强于成长期的企业。一般地，随着年龄增长，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规模较小的公司在创新领域表现得更加活跃，规模较大的公司反而较为逊色[30]。这是因为影响企业行为的并不仅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日益增长的年龄。企业的年龄越大，社会关系网络越复杂，它就需要垫付越来越多的资金以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即“骑虎难下”。如果成熟期企业在社会关系投资上表现出懈怠，那么这些社会关系将会“报复”企业。因此，社会关系成为了成熟期企业捕获资源的重要手段。
4  稳健性检验
4.1  第一重稳健性检验
一般地，较低的负债水平被认为是企业债务融资困难的信号[5]。高科技行业与其他行业存在的差异是其资产更难被抵押，这导致它们在债务融资时更容易遭受不公平地对待。本文根据各企业合并会计报表的短期借款金额的中位数来定义一家企业是否属于债务融资受限企业。如果一家企业的短期借款金额中位数为0，那么这家企业属于受限企业，否则，这家企业是未受限企业。分类结果显示，84%的企业没有受到债务融资限制，16%的企业属于融资受限。本文研究的高科技企业均已上市，在没有遇到股权融资限制时，那些债务融资未受限的企业比受限企业拥有更充裕的资金。那么，充裕的资金是否会影响企业行为？“水至清则少鱼”的规则依然通用吗？我们抽出债务融资未受限企业再次估计，作为第一重稳健性检验。
表8的估计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估计的经济学意义与前文内容吻合：在资金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创新活动仍是企业获取科技补贴的核心渠道，社会关系投资必须要建立在企业创新活动密集的基础上才可以发挥作用。相反，缺乏创新但完全依赖社会关系的企业只会截断获取科技补贴的重要渠道。
表8  2009—2017年债务融资未受限的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25**
	-0.186***
	-0.194***

	
	(0.018)
	(0.000)
	(0.000)

	INN
	0.007***
	0.005**
	0.005**

	
	(0.006)
	(0.030)
	(0.041)

	INT
	0.039***
	0.044***
	0.046***

	
	(0.005)
	(0.002)
	(0.001)

	SIZE
	
	-0.035***
	-0.033***

	
	
	(0.000)
	(0.000)

	TOP
	
	
	-0.001***

	
	
	
	(0.002)

	GROWTH
	
	
	-0.019***

	
	
	
	(0.009)

	ROA
	
	
	0.219***

	
	
	
	(0.006)

	PC
	
	
	0.000 4

	
	
	
	(0.389)

	常数项
	0.175
	0.926***
	0.929***

	
	(0.171)
	(0.000)
	(0.000)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109 9.114 7  
	-107 8.469 1
	-106 6.460 0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4.2  第二重稳健性检验
本文所选取的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覆盖了中国境内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一般地，城镇化率较高的区域所聚集的乡村人口更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本文计算出2009—2017年的中国境内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均城镇化率，年度城镇化率的计算公式为该省级行政区的城镇人口/年末的常住人口。表9显示，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仅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浙江、江苏和福建八地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尚不足50%。
表9  2009—2017年间中国境内各地区平均城镇化率
	地区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辽宁
	浙江
	江苏
	福建

	城镇化率
	88.77%
	86.16%
	81.36%
	67.44%
	65.32%
	63.85%
	63.71%
	60.38%

	地区
	内蒙古
	重庆
	黑龙江
	吉林
	均值
	山东
	湖北
	海南

	城镇化率
	58.33%
	58.02%
	57.48%
	54.53%
	54.37%
	54.09%
	53.94%
	53.06%

	地区
	山西
	宁夏
	陕西
	江西
	河北
	湖南
	青海
	安徽

	城镇化率
	52.21%
	52.18%
	50.72%
	48.76%
	48.64%
	48.20%
	48.19%
	47.71%

	地区
	新疆
	四川
	广西
	河南
	甘肃
	云南
	贵州
	西藏

	城镇化率
	45.10%
	44.79%
	44.41%
	43.75%
	40.33%
	40.23%
	38.35%
	25.36%



根据已有文献可知，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起源于中国农村 [8]。那么，地处城镇化率较高的省的那部分企业是否会减弱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本文将办公地位于城镇化率高达60%以上的区域的企业抽出做第二重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我们的假说再一次被证实：即便地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水至清则少鱼”的规则依然适用。那些擅长经营社会关系但缺乏创新的企业获得科技补贴较少，创新活动密集但并不经营社会关系的企业可以获得科技补贴，但是获得的科技补贴明显少于那些经营社会关系且创新活动密集的企业。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创新性企业依然会投靠关系以争取到更多的科技补贴。同时，正式制度并没有取代非正式制度，企业的政治关联也是它获取科技补贴的重要手段。
表10  2009—2017年地处高城镇化率区域的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148***
	-0.167***
	-0.172***

	
	(0.004)
	(0.001)
	(0.001)

	INN
	0.005**
	0.005*
	0.005*

	
	(0.038)
	(0.059)
	(0.055)

	INT
	0.030**
	0.031**
	0.032***

	
	(0.013)
	(0.011)
	(0.008)

	SIZE
	
	-0.018***
	-0.018***

	
	
	(0.008)
	(0.009)

	TOP
	
	
	-0.001***

	
	
	
	(0.002)

	GROWTH
	
	
	-0.015**

	
	
	
	(0.042)

	ROA
	
	
	0.115

	
	
	
	(0.164)

	PC
	
	
	0.002**

	
	
	
	(0.011)

	常数项
	0.175*
	0.562***
	0.619***

	
	(0.076)
	(0.001)
	(0.001)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 likelihood
Prob > chi2
	-584.514 2
0.000 0
	-580.971 8
0.000 0
	-570.703 1  
  0.000 0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4.3  第三重稳健性检验
除了TOBIT模型之外，本文继续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程，作为第三重稳健性检验。表11显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符号方向、绝对值大小与显著性水平与TOBIT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这再一次证明了本文的假说。
表11  2009—2017年高科技公司科技补贴密度影响因素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科技补贴密度

	X
	-0.086***
	-0.132***
	-0.137***

	
	(0.000)
	(0.000)
	(0.000)

	INN
	0.005**
	0.004**
	0.004**

	
	(0.012)
	(0.036)
	(0.037)

	INT
	0.030***
	0.033***
	0.035***

	
	(0.000)
	(0.000)
	(0.000)

	SIZE
	
	-0.031***
	-0.030***

	
	
	(0.000)
	(0.000)

	TOP
	
	
	-0.001***

	
	
	
	(0.000)

	GROWTH
	
	
	-0.017***

	
	
	
	(0.000)

	ROA
	
	
	0.101**

	
	
	
	(0.011)

	PC
	
	
	0.001

	
	
	
	(0.300)

	常数项
	0.246***
	0.899***
	0.902***

	
	(0.000)
	(0.000)
	(0.000)

	年份行业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N
R2
	544 2
0.054
	544 2
0.063
	544 1
0.067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检验P值
5  结论及建议
社会关系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深刻影响了企业的行为。本文以中国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经验上分析了企业的社会关系投资与所获取的科技补贴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一家企业的创新活动是获取科技补贴的核心渠道。但是，在创新活动密集的前提下，社会关系投资可以为企业捕获更多的科技补贴，即“水至清则少鱼”。然而，疏于创新的企业会被社会关系投资所掏空，“本末倒置”地构建关系无法获得科技补贴。2015年以后，企业逐渐地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企业更倾向使用创新而非社会关系去争取补贴。然而在2015年之前，企业缺乏社会关系构建，即便它保持了高密度的创新活动，仍然无法获得补贴，即“水至清则无鱼”。但是，关系文化已经根深蒂固，那些擅长经营社会关系的创新性企业获得的补贴是最多的。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企业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不同。成长期企业缺乏资金，无力构建社会关系，创新活动可以捕获到最多的补贴，即“水至清亦有鱼”。成熟期企业被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包裹，它的创新活动必须要经过社会关系投资才可以得到认可，即“水至清则无鱼”。经过缩小样本容量和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假说依然成立。
传统文化和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很难被外界的冲击所改变[10]。农村人口的转移或者政策方针的出台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企业的行为，因此，无论是资金充裕的企业，还是位于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的企业，社会关系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水至清则少鱼”的规则是通用的，企业在创新之余还是倾向于将一部分资金留给社会关系投资，以获取更多的科技补贴。本文认为，科技补贴更应该向成长期企业倾斜。由于资金匮乏，成长期企业会更加热衷于创新而不是构建社会关系。因此，科技补贴流入成长期企业之后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创新绩效。但是，成熟期企业被社会关系所俘获，科技补贴流入该类企业实质上是一种资源误配。成熟期的企业会将其所获得的一部分科技补贴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去开拓新的社会关系，而它的创新活动反而得不到足够的科技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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